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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实现人类文明永续发展的重要一环，而数字经济以数

字和信息手段对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起着全面的促进作用。 基于“减排”和“增效”视角，使用量化的城市层

面 ２０１１—２０１８ 年数字经济指数，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如何助力“双碳”目标实现，有如下发现：数字经济可通

过助力碳排放量降低和碳生产率提升推进“双碳”目标的实现，且这种影响存在地区差异，在东部地区更为显

著，在中西部地区相对较弱。 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促进绿色创新推动碳排放量降低和碳生产率提升。 据此，从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差异化的数字经济模式和释放数字经济的绿色创新力等方面提出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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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大量消费化石能源释放的二氧化碳以及人类生产生活排放的温室气体正在导致大气污染、海洋

生态环境恶化和极端气象事件频发，严重威胁着地球生物多样性安全和自然生态平衡。 ２０２０ 年，习近

平总书记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 ２０３０ 年前我国实现“碳达峰”和 ２０６０ 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彰显

了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和担当。 党的二十大提出：“协同推

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进行了

系统谋划和总体部署。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研究制定，并经全国人大表决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和

２０３５ 年远景目标纲要》设定了碳排放量自我约束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目标，为协同推动经济发展

和环境保护提供了具体遵循。 新发展阶段党中央“双碳”相关精神及思路决定了我国今后将继续坚定

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道路。 在当前和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深入探索“双碳”目
标的实现路径，全面推进经济绿色转型低碳发展成为理论和实际工作部门面临的重要课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根据中央网信办数据，中国数字经

济规模占 ＧＤＰ的比重由 ２０１２ 年的 ２１ư ６％提升到 ２０２１ 年的 ３９ư ８％ ，电商交易额和移动支付规模均居

全球第一。 一方面，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数字经济正打破传统市场边界和组织成长规律，突破时空和

产业界限，已逐渐深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行业、各领域。 数字经济通过数字和信息赋能实体经济，
从多个维度对社会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进行升级和重塑，颠覆传统商业模式和资源利用方式，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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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动力、质量变革，极大地减小了经济现代化对资源的过度依赖和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推动了

经济绿色转型和后疫情时代的“绿色复苏”，对未来几十年的碳排放产生深刻影响。 另一方面，数字经

济兼具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三条主线，具有覆盖范围、使用深度和数字支持服务等方面的优势，能够以

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双向路径压缩“高污染、高耗能、高排放”型低端产业规模，推动经济发展方式

由粗放型向内涵型和数字型转变，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插上“智慧”翅膀。 此外，数字经济与企业、高校

和科研院所的绿色技术创新不断融合发展，不仅可以催生新兴产业吸引大量创新型人才涌入，打牢绿色

创新的人力资本基础，而且产生共享平台效应，减少了银企间的信息不对称，缓解了绿色创新面临的融资

约束［１］。 而绿色技术广泛运用于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既可以减少生产过程中的污染排放，又能够提升

绿色生产效率［２］，是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力量。 自然而然的问题是，数字经济能否有效推动“双碳”
目标的实现？ 这种影响是否存在地区层面的差异？ 其内在机理和影响机制是什么？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有：（１）与现有直接聚焦“双碳”目标实现的研究［３ ６］不同，本文首先依据新

发展阶段党中央“双碳”相关精神及思路和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现实考量，找出实现

“双碳”目标的可行路径，即碳“减排”和碳“增效”。 随后，将碳“减排”和碳“增效”共同纳入数字经济

推动“双碳”目标实现的分析框架，并排除两条路径之间可能的交互影响，进一步分离出真正的“减
排”和真正的“增效”。 （２）相较于已有关于“数字经济与碳生产率”主题的研究，本文进一步考察了数

字经济对碳生产率各维度的影响，明晰了碳生产率各维度在数字经济助力“双碳”目标实现过程中的

边际贡献。 （３）现阶段有关数字经济通过绿色创新影响碳“减排”和碳“增效”的研究，并未细致考察

绿色创新的种类。 本文细分了绿色创新的种类，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通过不同类型的绿色创新对“双
碳”目标实现的影响。

二、 理论机理与研究假说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

中和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是新时代指引我国做好“双碳”工作的纲领性文件。 《意见》在
总体要求中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处理好发展和减排的关系”“把碳达峰、碳中和

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以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引领，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

道路，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推进“双碳”目标实现需要以新发展阶段党中央“双碳”相关精

神及思路为依据，既要“减排”又要“增效” ［７ ８］。 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现实来看，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

发展中国家，集中力量发展自己是中国面临的首要任务，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过程中需要

跨越环境库兹涅兹曲线拐点，协同推进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 实施“碳达峰、碳中和”战略不是为经济

发展设置“天花板”，而是从转型和升级的角度，将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战略，促使“减
碳”任务的完成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现［９ １０］，故“双碳”目标的实现路径内在地包含了碳排放量

降低和碳生产率提升两个方面［１１］。 碳排放量降低和碳生产率提升牵涉到了包括技术、产业、能源、环
境等领域在内的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面临许多基础性挑战。 而数字

经济以数字技术作为核心驱动力，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可以重塑经济发展格局和政府治理模

式，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和效率提升，不可避免地对“双碳”目标的实现机制产生有机融合和协同作用。
（一） 数字经济对碳排放量的影响

需求端的影响。 首先，数字产品是信息内容基于数字格式的交换物或通过因特网以比特流方式运

送的产品，本身具有虚拟特性，对生态环境不具有直接破坏性，可归入绿色产品的范畴。 其次，数字产业

通过打造绿色消费平台、引领大众的绿色消费需求［１２］，继而从需求侧释放生态红利，促进碳排放量降低。
借助数字媒介传播绿色生活理念，培养大众绿色生活习惯，还可以减少生活中的碳排放。 最后，新一代数

字信息技术的推广和应用，进一步拓展数字经济外延，网上办公、智能家居、虚拟现实、智能物流等新科技

融入生活［１３ １４］，一个智能化的社会已悄然而至，而绿色低碳成为智能化时代的靓丽名片。
供给端的影响。 首先，数字经济具有共享性和分享性特征［１５］，其可借助互联网技术整合线下闲

置物品和闲散服务者，平台化、协同化社会过剩资源，降低经济运行成本，实现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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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环境和谐”的循环经济模式，进而减少碳排放量。 其次，依托数字技术可以构建碳排放数字平台，共
享碳排放信息［１６］，并基于节能减排数据的收集，建立全面科学的资源环境监测体系和高效的生态保护反

馈机制，实现实时精准监督，从而提高了政府碳排放管理工作的效率和质量［１７］，有效降低了碳排放量。
最后，借助数字经济领域成熟的数字和信息处理技术，可以降低碳信息的搜寻、分类和计算成本，推进碳

排放标准化体系的建设，推动实现数字化碳定价机制，提高碳排放市场交易效率和规模，实现更多碳排放

的负外部性内部化，从而促进碳减排，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基于此，提出假说 １。
假说 １：数字经济发展可通过降低碳排放量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二） 数字经济对碳生产率的影响

首先，数字经济以数字和信息为主要生产要素，以数字技术为核心动力，“数据”通过现代信息网

络载体，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速传统产业向技术和数字密集型产业方向转变［１８］。 技术和数字密

集型产业不仅属于环境友好型产业，而且具有更高的投入产出效率，对碳生产率提升有较强的正向影

响。 其次，数据集成效用的发挥，可以推动数字化与低碳化融合发展，数据以主要生产要素的身份参

与到生产过程中，数据对劳动力、资本、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替代作用，既减少了传

统要素资源投入，也驱动了数字产品的开发，以更低的碳排放代价实现供给创造［１９］。 再次，数字经济

背景下大数据上云则为生产环节提供了算力、算法和数据支持，提升生产部门间的协作能力，减少非

必要的资源消耗，提高生产效率。 而数字化技术的应用还可以推动工业、建筑、交通等领域的数字化

节能［２０］，促进能效提升，这对于提高碳生产率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数字信息技术的普及还可以将能

源供给和需求的市场变化和动向更好地呈现出来，协调各地区各单位的能源调度和利用，引导能源要

素配置到最需要的地方，产生最大的市场价值，进而提升碳生产率，推进“双碳”目标的实现。 基于此，
提出假说 ２。

假说 ２：数字经济发展可通过提升碳生产率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三） 绿色创新的传导效应

之前讨论了数字经济对碳减排和碳生产率提升的影响，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数字经济也可以推动

绿色创新。 首先，从研发资源的匹配和优化来看，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经济形态为经济市场中

的匹配问题提供了优化路径［２１］，从而降低了研发资源的搜寻和匹配成本，高效调动了分散的研发资源，
并集中整合，提高研发效率，可以促进更多新技术的产生和发展。 其次，从数字经济的自身特性来看，数
字经济的共享性、分享性特征，可以更好地搭建起多元化的思想交流平台，有利于信息互通、技术交流与

知识扩散［２２］，为绿色创新营造了良好的氛围和条件，实现了各方之间更好的协同创新，对绿色创新产出

的增加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最后，从知识传输渠道来看，相比于传统知识传播方式，以信息通讯技术为

支撑的数字经济，具有更高效的知识传输渠道，这会提升整个经济体的知识存量［２３］，进而驱动绿色创新。
此外，基于对消费群体大数据的分析，可以帮助创新主体更好地把握创新的市场机遇，有针对性地选择创

新领域，提高创新活动的时效性，以较低的创新成本带来更高的创新成功率。
绿色创新对碳减排和碳生产率提升的促进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一方面，绿色创新应用于生产过

程中，可以促进绿色生产、清洁生产［２４］，提高清洁能源使用比例，减少生产中的碳排放，还可以生产更多

符合环保要求的低碳产品，促进低碳消费，减少生活中的碳排放。 另一方面，绿色创新能够提高生产要素

的使用效率和产品的有效供给［２５ ２６］，以更少的资源投入产生更大的经济价值，并驱动产业升级和能效增

强共同促进碳生产率提升［２７］。 基于此，提出假说 ３。
假说 ３：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促进绿色创新推动碳排放量降低和碳生产率提升。
三、 研究设计

（一） 计量模型

以 ２０１１—２０１８ 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为实证分析对象，构建如下基准回归模型：
Ｙｉｔ ＝ α０ ＋ α１Ｘ ｉｔ ＋ α２Ｃ ｉｔ ＋ Ｃｉｔｙｉ ＋ ｙｅａｒｔ ＋ εｉｔ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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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Ｙｉｔ 是被解释变量，Ｘ ｉｔ 是核心解释变量，Ｃ ｉｔ 为控制变量向量，包括本文的五个控制变量；Ｃｉｔｙｉ
和 ｙｅａｒｔ 分别是城市和年份固定效应，εｉｔ 表示随机扰动项。

（二） 指标体系构建

１． 被解释变量：碳排放量（ＬｎＣＥ）和碳生产率（Ｌｎｃｔｆｐ）
本文从“减排”和“增效”两个视角分析“双碳”目标的实现路径，减排视角下主要考虑碳排放量的

降低，增效视角则考虑的是以更低的“碳排放”代价实现经济增长，即碳生产率提升。
碳排放量的表征。 参照张华和冯烽［２８］的研究，将碳排放的来源分为直接和间接两类，直接碳排

放源自天然气和液化石油气消耗，以 ＩＰＣＣ２００６ 年提供的相关转化因子计算。 间接碳排放来源包括电

能和热能等消耗产生的碳排放。 其中，电能产生的碳排放量等于各区域电网基准线排放因子和城市

电能消耗量的乘积，热能产生的碳排放量等于供热量、热效率、原煤发热量系数、原煤折算标准煤系数

和 ＩＰＣＣ２００６ 年提供的转化因子五类变量的乘积。 将以上各部分碳排放量加总，即可得到各个城市总

的碳排放量。 数据来自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政策文件、《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

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碳生产率的测算。 碳生产率是在考虑“碳排放”代价的条件下，评价一个地区经济绩效的指标［２９］。

提高碳生产率意味着“好”产出增加且“碳排放”代价降低。 选用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Ｌｕｅｎｂｅｒｇｅｒ 指数测算

碳生产率，以工业用电和工业用水量作为能源投入指标，以年末全市从业人员作为劳动力投入指标，以永

续盘存法估算的固定资产资本存量衡量资本投入，并设定 １０ư ９６％的折旧率［３０］。 产出指标体系中，期望

产出以 ＧＤＰ表征，非期望产出以碳排放量表征。 相关数据均来源于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２． 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Ｌｎｄｉｇｅ）
数字经济的测度指标尚无定论，本文借鉴赵涛等［３１］的研究，选取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每

百人互联网接入用户数、每百人移动电话用户数、计算机和软件行业从业人员占从业总人数比和人均

电信业务量五个方面的指标，以熵值法处理后得到数字经济指数。 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

究中心、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Ｗｉｎｄ数据库。
表 １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ＬｎＣＥ ２ ２００ ３． １１４ １ ０． ７１６ ８ ０． ９９３ ３ ４． ８６４ ５
Ｌｎｃｔｆｐ ２ ２００ ０． ０９８ ０ ０． ３９５ ８ － ２． ５６２ ５ １． ９７０ ９
Ｌｎｄｉｇｅ ２ ２００ － ２． ５４０ ９ ０． ４６２ １ － ４． ５８１ ９ － ０． １９８ ６
Ｌｎｉｎｎ ２ ２００ ２． ５６２ ９ １． ６１８ ３ ０ ７． ３９８ ２
Ｌｎｕｍ ２ ２００ ４． ０６９ １ １． ５３８ ３ ０ ８． ４８４ ３
Ｌｎｓｉｚｅ ２ ２００ ５． ８６３ １ ０． ６７７ ２ ２． ９７０ ４ ７． ２９７ １
Ｌｎｇｄｐ ２ ２００ １６． ３１４ ０ １． ００３ ５ １２． ６４５ ４ １８． ８５４ １
Ｌｎｈｃ ２ ２００ １０． ２５９ ０ １． ６２４ ４ ０ １３． ８９８ ４
Ｌｎｆｄｉ ２ ２００ ９． ３３１ ６ ２． ７７６ ５ ０ １４． １２２ ３
Ｅｒｓ ２ ２００ ０． ８５８ ９ ０． １３３ ８ ０． １８３ ０ １

３． 中介变量：绿色创新（Ｌｎｉｎｎ和 Ｌｎｕｍ）
专利授权量是创新成果的集中体现［３２］。

据此，本文采用绿色发明专利授权量加 １ 后的

对数（Ｌｎｉｎｎ）和绿色实用新型专利授权量加 １
后的对数（Ｌｎｕｍ）分别作为绿色创新的代理变

量进行实证分析，绿色专利授权量越大，则绿色

创新水平越高。 数据来源于 ＣＮＲＤＳ 数据库。
４．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选择如下：采用城市总人口的对

数控制城市规模（Ｌｎｓｉｚｅ），以城市 ＧＤＰ 的对数

控制城市经济体量（Ｌｎｇｄｐ），以在校大学生人数

加 １ 后的对数控制人力资本（Ｌｎｈｃ）， 采用当年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加 １ 后的对数控制对外开放水平（Ｌｎｆｄｉ），以污水集中处理率（Ｅｒｓ）控制政府的环境

规制力度。 控制变量对应的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各省市统计年鉴。 变量无特别说

明外，均为城市全域层面的数据。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１ 所示。
四、 实证分析
（一） 基准回归分析

依据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结果，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如表 ２ 第（１）列和第（２）列所示，控
制变量增加前后，数字经济对碳排放量的估计系数均在 １％检验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数字经济促进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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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２　 基准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
ＬｎＣＥ ＬｎＣＥ Ｌｎｃｔｆｐ Ｌｎｃｔｆｐ
（１） （２） （３） （４）

Ｌｎｄｉｇｅ － ０． ０５９ ６∗∗∗
（ － ２． ８４）

－ ０． ０６１ ４∗∗∗
（ － ２． ８５）

０． １８６ ３∗∗∗
（２． ９６）

０． １５８ ７∗∗
（２． ４６）

Ｌｎｓｉｚｅ － ０． １０５ ２
（ － １． ５２）

０． ４７４ ６∗∗
（２． ３０）

Ｌｎｇｄｐ ０． ０２９ ６
（１． １９）

０． ０９５ ９
（１． ２９）

Ｌｎｈｃ ０． ００１ ０
（０． ２２）

０． ０２１ ６
（１． ５４）

Ｌｎｆｄｉ ０． ０００ ４
（０． １９）

０． ００８ ３
（１． ２６）

Ｅｒｓ － ０． ０７４ ０∗∗
（ － ２． ２２）

０． ０１１ ８
（０． １２）

城市 ／年份固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２ ０． １３９ ０ ０． ２８６ ５ ０． ０９６ ８ ０． １０４ ２
Ｎ ２ ２００ ２ ２００ ２ ２００ ２ ２００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

显著，括号内为 ｔ值。

了碳排放量降低。 表 ２ 第（３）列和第

（４）列显示，控制变量增加前后，数字经

济对碳生产率的估计系数分别在 １％和

５％检验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数字经

济推动了碳生产率提升。 假说 １ 和假

说 ２ 得证。 从控制变量来看，城市规模

对碳生产率具有正向作用，环境规制对

碳排放量具有负向影响。
（二） 内生性检验

为解决潜在的内生性问题，以 １９９２
年城市每百万人邮局数量与滞后一期

全国互联网普及率的交乘项 （ ＩＶ ×
ｄｉｇｅ）①为数字经济的工具变量。 首先，
历史上的电信基础设施建设情况能够

影响后续互联网普及和数字经济发展。
其次，伴随信息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
传统通信方式的使用频率日益减小，历
史上邮局数量受当前碳排放量、碳生产率的影响相对较小。 最后，全国互联网普及率取决于所有城

市，较少受单一城市碳排放量和碳生产率的显著影响。 从上述意义来讲，本文所选工具变量满足相关

性和外生性要求。 表 ３ 报告了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回归结果，在第一阶段回归中 Ｆ值大于 １０，不存在

弱工具变量问题，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数字经济指数对碳排放量的估计系数在 １％水平下显著为

负，对碳生产率的估计系数在 １０％水平下显著为正，再次验证了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和对碳

生产率的促进作用。
　 　 　 　 表 ３　 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

Ｌｎｄｉｇｅ ＬｎＣＥ Ｌｎｃｔｆｐ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

（１） （２） （３）

ＩＶ × ｄｉｇｅ ０． １５１ ６∗∗∗
（６． ３８）

Ｌｎｄｉｇｅ － ０． １３９ １∗∗∗
（ － ２． ８６）

０． ７６２ ２∗
（１． ７９）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 ／年份固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第一阶段 Ｆ值 ９０． ０４
Ｒ２ ０． ５９９ ８ ０． ２０２ ７
Ｎ ２ ２００ ２ ２００ ２ ２００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

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ｔ值。

（三） 稳健性检验

１． 替换被解释变量

一方面，由于城市碳排放数据只能通过“转化

因子”间接得到，这会扩大碳排放量数据的统计误

差，而城市 ＰＭ２ư ５ 浓度是利用 ＮＡＳＡ卫星数据和地

面监测站数据综合测算的，更为成熟准确，另一方

面，ＰＭ２ư ５ 浓度与碳排放量同根同源，二者的直接

原因都是燃烧化石能源，世界上许多雾霾污染较严

重的地区往往也是碳排放量较高的地区。 故以

ＰＭ２ư ５ 浓度替换被解释变量或能进一步检验数字

经济对“双碳”机制的影响。 ＰＭ２ư ５ 浓度的原始数

据来源于达尔豪斯大学大气成分分析组。 替换被

解释变量后的回归结果如表 ４ 第（１）列所示。 数字

经济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抑制

了 ＰＭ２ư ５ 浓度的增加，从侧面支持了数字经济对碳排放量的负向作用。
碳生产率是由技术效率、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四部分构成。为了进一步探究数字经济对

碳生产率哪方面的变化产生影响，分别以技术效率（ｔｅｃ）、技术进步（ｔｐｃ）、纯技术效率（ｐｔｅｃ） 和规模效率

—３８—
①数字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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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４　 稳健性检验结果：替换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Ｌｎｐｍ Ｌｎｔｅｃ Ｌｎｔｐｃ Ｌｎｐｔｅｃ Ｌｎｓｅｃ
（１） （２） （３） （４） （５）

Ｌｎｄｉｇｅ －０． ０４２ ４∗∗
（ －２． ３７）

０． １７２ ７∗∗∗
（２． ７４）

０． １４４ ９∗∗∗
（４． １６）

０． ２３０ ９∗∗∗
（３． ８１）

０． １３０ ９∗∗∗
（２． ８３）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 ／年份固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２ ０． １９８ ４ ０． １１５ ４ ０． ３２１ １ ０． ０９０ ６ ０． ０４２ １
Ｎ ２ ２００ ２ ２００ ２ ２００ ２ ２００ ２ ２００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ｔ值。

（ｓｅｃ） 作为被解释变量，实证分

析数字经济对这四类变量的影

响。四类变量的测算依旧采用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Ｌｕｅｎｂｅｒｇｅｒ指
数，测算过程中涉及的投入产

出要素与测算碳生产率时的投

入产出要素保持一致。回归结

果如表 ４ 第（２） 列至第（５） 列

所示。数字经济对技术效率、技
术进步、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

率变动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再次支持了数字经济对碳生产率增加的促进作用。
表 ５　 稳健性检验结果：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ＬｎＣＥ ＬｎＣＥ Ｌｎｃｔｆｐ Ｌｎｃｔｆｐ
（１） （２） （３） （４）

Ｌｎｒｅｄｉｇｅ － ０． ０４８ １∗∗∗
（ － ６． ２３）

－ ０． ０５６ ６∗∗∗
（ － ６． ８１）

０． １２４ ７∗∗∗
（５． ３７）

０． １２６ ２∗∗∗
（５． ０５）

控制变量 ＮＯ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城市 ／年份固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２ ０． ２０３ ９ ０． ４３３ ４ ０． １０６ １ ０． １１３ ２
Ｎ ２ ２００ ２ ２００ ２ ２００ ２ ２００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

显著，括号内为 ｔ值。

表 ６　 稳健性检验结果：删除特殊样本

被解释变量
ＬｎＣＥ ＬｎＣＥ Ｌｎｃｔｆｐ Ｌｎｃｔｆｐ
（１） （２） （３） （４）

Ｌｎｄｉｇｅ － ０． ０５１ ９∗∗
（ － ２． １９）

－ ０． ０５２ ３∗∗
（ － ２． １５）

０． ２２２ ６∗∗∗
（３． １２）

０． １９１ ６∗∗∗
（２． ６２）

控制变量 ＮＯ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城市 ／年份固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２ ０． ０４２ ８ ０． ２４７ ３ ０． １０７ ９ ０． １１４ ３
Ｎ １ ９５２ １ ９５２ １ ９５２ １ ９５２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

显著，括号内为 ｔ值。

２．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随着智能手机等设备的普及，数字

经济活动越发聚焦于互联网数据量积累

的运算衍生出的新业务，并已深度嵌入

到国民经济各个产业之中。 基于此，借
鉴俞伯阳和丛屹［３３］的研究，以人均电信

业务量表征的数据要素和以人均 ＧＤＰ
表征的经济发展水平的交互项（ ｒｅｄｉｇｅ）①

再来表征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替换核心

解释变量后的回归结果如表 ５ 所示，数
字经济指标的系数在符号和是否显著方

面，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
３． 删除特殊样本

考虑到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具有更

高的行政权限和发展潜力，会对周边地级

市产生“虹吸”效应，进而对数字经济与碳

排放量和碳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产生异质

性影响，因此，剔除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

后重新进行回归分析或能进一步排除异

质性样本造成的干扰。 回归结果如表 ６
所示，控制变量增加前后，数字经济对碳

排放量和碳生产率的影响并未改变。
４． 排除其他干扰因素

数字经济提升碳生产率（增效作用），可能是因为数字经济降低了碳排放量这一非期望产出（减排

作用），而非真正的“增效”。 同样地，数字经济降低碳排放量（减排作用），也可能是因为数字经济提

升了碳生产率（增效作用），而非真正的“减排”。 故为了进一步分离出真正的“减排”和真正的“增
效”，在分析数字经济的减排效应中控制碳生产率的影响，在检验数字经济的增效效应中也控制碳排

放量的影响。 回归结果如表 ７ 所示。 第（１）列和第（２）列，解释变量碳生产率的方差膨胀因子（ＶＩＦ）
分别为 １ư １６ 和 １ư ４０，介于 ０ 到 １０ 之间，即碳生产率与其他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共线性问题，在此前

—４８—
①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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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７　 稳健性检验结果：排除其他干扰因素

被解释变量
ＬｎＣＥ ＬｎＣＥ Ｌｎｃｔｆｐ Ｌｎｃｔｆｐ
（１） （２） （３） （４）

Ｌｎｄｉｇｅ － ０． ０５７ ７∗∗∗
（ － ２． ７５）

－ ０． ０５９ ８∗∗∗
（ － ２． ７７）

０． １８０ ８∗∗∗
（２． ８７）

０． １５３ １∗∗
（２． ３７）

ＬｎＣＥ － ０． ０９２ ９
（ － １． ３６）

－ ０． ０９１ ６
（ － １． ３４）

Ｌｎｃｔｆｐ － ０． ０１０ ３
（ － １． ３６）

－ ０． ０１０ ２
（ － １． ３４）

控制变量 ＮＯ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城市 ／年份固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２ ０． １２９ ０ ０． ２６５ ９ ０． ０９７ ７ ０． １０５ １
Ｎ ２ ２００ ２ ２００ ２ ２００ ２ ２００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

显著，括号内为 ｔ值。

表 ８　 区域异质性检验结果

被解释变量

东部城市 中西部城市

ＬｎＣＥ
（１）

Ｌｎｃｔｆｐ
（２）

ＬｎＣＥ
（３）

Ｌｎｃｔｆｐ
（４）

Ｌｎｄｉｇｅ － ０． ０６９ ０∗∗
（ － ２． ４０）

０． １０６ ９∗
（１． ７５）

－ ０． ０５６ ７∗
（ － １． ８７）

０． ０５２ ３
（０． ６２）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 ／年份固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２ ０． ２３６ ８ ０． ０８５ ７ ０． １０７ ２ ０． ０９８ ５
Ｎ ８８８ ８８８ １ ３１２ １ ３１２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

显著，括号内为 ｔ值。

提下，数字经济对碳排放量的估计系数

在 １％的检验水平下显著为负，即控制碳

生产率后，数字经济的碳“减排”效应仍

然显著存在；第（３）列和第（４）列，解释

变量碳排放量的方差膨胀因子（ＶＩＦ）分
别为 １ư １１ 和 １ư １２，同样介于 ０ 到 １０ 之

间，即碳排放量与其他解释变量之间也

不存在共线性问题，在此前提下，数字经

济对碳生产率的估计系数在 ５％的检验

水平下显著为正，即控制碳排放量后，数
字经济的碳“增效”作用仍然有效。 并

且，以上回归结果中，碳排放量与碳生产

率之间仅存在负向关系，在统计意义上

并不显著，也可以部分排除碳“减排”和
碳“增效”之间的相互干扰。

（四） 区域异质性分析

中国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在自然

环境和社会发展等方面存在显著的地域

差异，相应地，数字经济对碳达峰碳中和

的影响也可能因地而异，故本文依据国

家统计局划分标准将 ２７５ 个城市划分为

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利用固定效应模型

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碳排放量和碳生产

率的影响存在的地区差异。 回归结果见

表 ８。 对比表 ８ 第（１）列和第（３）列的回

归结果发现，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对碳排放量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但是中西部地区数

字经济的估计系数小于东部地区，即数字经济的碳减排效应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呈现东部地区高、
中西部地区低的特征。 对比表 ８ 第（２）列和第（４）列发现，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对碳生产率的估计系数

显著为正，但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对碳生产率的估计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故数字经济对碳生产率

的促进作用同样存在东部地区高、中西部地区低的特征。
一方面，数字经济具有高固定成本、低边际成本以及典型的网络外部性特征，人口和经济密度高

的东部地区更有利于形成数实、数碳融合互促的规模效应和集聚优势。 东部地区发达的数字技术和

网络基础设施也为数实、数碳融合发展提供了基础保障。 反观中西部地区，不仅数字基础设施落后，
而且人口密度低，经济结构相对单一，产业间互联度弱，数字经济助力“双碳”目标实现的作用力度相

对有限。 另一方面，在样本期内，东部地区处于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相对而言，中西部地区依然

处在传统产业上升期，面临外向型发展不足和产业部门同构等现实矛盾，难以实现与碳“脱钩”。 因

此，数字经济的碳“减排”和碳“增效”效应呈现东部高、中西部低的特征。
五、 中介效应检验

上文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碳减排和碳生产率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根据之前的理论分析，
数字经济推动碳排放量降低和碳生产率提升可以通过促进绿色创新来实现。 为了检验上述机制的存

在，构建如下可能的中介效应模型：
Ｙｉｔ ＝ α０ ＋ α１Ｘ ｉｔ ＋ α２Ｃ ｉｔ ＋ Ｃｉｔｙｉ ＋ ｙｅａｒｔ ＋ εｉｔ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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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ｔ ＝ β０ ＋ β１Ｘ ｉｔ ＋ β２Ｃ ｉｔ ＋ Ｃｉｔｙｉ ＋ ｙｅａｒｔ ＋ εｉｔ （３）
Ｙｉｔ ＝ γ０ ＋ γ１Ｘ ｉｔ ＋ γ２Ｍｉｔ ＋ γ３Ｃ ｉｔ ＋ Ｃｉｔｙｉ ＋ ｙｅａｒｔ ＋ εｉｔ （４）
其中，Ｍｉｔ 是中介变量。其他变量的定义见式（１）。

表 ９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一）

被解释变量
ＬｎＣＥ Ｌｎｃｔｆｐ Ｌｎｉｎｎ ＬｎＣＥ Ｌｎｃｔｆｐ
（１） （２） （３） （４） （５）

Ｌｎｄｉｇｅ － ０． ０６１ ４∗∗∗
（ － ２． ８５）

０． １５８ ７∗∗
（２． ４６）

０． １６０ ７∗
（１． ７２）

－ ０． ０５９ ９∗∗∗
（ － ２． ７８）

０． １５２ ２∗∗∗
（２． ３６）

Ｌｎｉｎｎ － ０． ００９ ５∗
（ － １． ８０）

０． ０４０ １∗∗
（２． ５５）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 ／年份固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２ ０． ２８６ ５ ０． １０４ ２ ０． １２７ ５ ０． ３６５ ２ ０． １０７ ２
Ｎ ２ ２００ ２ ２００ ２ ２００ ２ ２００ ２ ２００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

为 ｔ值。

表 ９ 汇报了以绿色发明

专利授权量作为绿色创新衡

量指标的机制检验结果。 其

中，第（１）列和第（２）列的估

计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可以助

力碳减排和碳生产率提升。
第（３）列的回归结果显示数

字经济的系数在 １％ 检验水

平下显著为正，表明数字经

济发展增加了绿色发明专利

授权量，对绿色创新具有正

面影响。 第（４）列和第（５）列
的回归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和绿色创新对碳排放量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对碳生产率的估计系数

均显著为正，且数字经济的系数绝对值分别小于第（１）列和第（２）列未添加中介变量的估计结果。
部分中介效应检验条件成立。 上述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促进了绿色创新，这一效果进一步助力碳排

放量降低和碳生产率提升。 假说 ３ 得证。
表 １０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二）

被解释变量
ＬｎＣＥ Ｌｎｃｔｆｐ Ｌｎｕｍ ＬｎＣＥ Ｌｎｃｔｆｐ
（１） （２） （３） （４） （５）

Ｌｎｄｉｇｅ － ０． ０６１ ４∗∗∗
（ － ２． ８５）

０． １５８ ７∗∗
（２． ４６）

０． １４２ ２∗∗
（２． １６）

－ ０． ０５７ ５∗∗∗
（ － ２． ６８）

０． １４３ ８∗∗
（２． ２４）

Ｌｎｕｍ － ０． ０２７ ３∗∗∗
（ － ３． ６６）

０． １０４ ４∗∗∗
（４． ６９）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 ／年份固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２ ０． ２８６ ５ ０． １０４ ２ ０． ３２４ ６ ０． ３８６ ４ ０． ２４６ ３
Ｎ ２ ２００ ２ ２００ ２ ２００ ２ ２００ ２ ２００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

为 ｔ值。

就专利的性能和保护对

象而言，绿色实用新型专利和

绿色发明专利之间存在一定

的差异，并且两者的创新内容

和技术特征也不完全相同。
绿色发明专利具有新颖性、创
造性和实用性，而绿色实用新

型专利的创造性和技术水平

较绿色发明专利低，但实用价

值大，对碳排放量和碳生产率

的影响更为直接。 为了从更

丰富的角度验证绿色创新的

中介效应，我们进一步选择各城市的绿色实用新型专利授权量为中介变量，再次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回归结果如表 １０ 所示。 替换绿色创新指标后，数字经济对绿色创新的正面影响和绿色创新对碳排放

量降低和碳生产率提升的促进作用均未发生实质变化，绿色创新在数字经济影响碳排放量和碳生产

率过程中的中介效应依旧显著，本文的这一发现是比较稳健的。
六、 结论和启示

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是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基于全球温控需要作

出的自主贡献承诺，彰显了负责任大国的使命与担当，而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以数字和信息为手段，
以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为路径，推动形成数实、数碳融合互促的新局面，对中国经济绿色低碳发

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本文选择 ２０１１—２０１８ 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基于“减排”和“增效”双重视角，采
用多种计量技术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如何推进“双碳”目标实现，得出如下结论：（１）数字经济可以通过

降低碳排放量并提升碳生产率，推进“双碳”目标的实现，且该结论通过了多方面的稳健性检验。 （２）
数字经济对碳达峰、碳中和的影响存在地区分异性特征，相较于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对碳达峰、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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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更加显著。 （３）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促进绿色创新推动碳排放量降低和碳生

产率提升，且在这个过程中绿色创新产生了部分中介效应。
据此，提出如下政策启示：（１）强化数字化设施建设，打造一批数字化典型示范区。 数字化典型示

范区是数字化创新、转型、发展的典范。 打造一批数字化典型示范区，通过产业数字化、治理数字化以

及服务数字化等举措，带动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数字化转型，全面发挥数字经济在碳减排和碳生产

率提升方面的优势。 （２）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各地政府需要聚焦实现“双碳”目
标，统筹考虑本地区数字产业化水平、绿色低碳经济发展程度等因素，探索出适合新兴市场发展环境、
具有地区特色的数字经济发展模式，实现经济 －环境的最优态，充分激发数字经济的绿色低碳发展韧

性和潜力。 （３）释放数字经济的绿色创新力。 制定前瞻性数字产业政策，打造特色数字产业，发挥数

字经济在资源整合、知识共享方面的优势，加快推进本地区的绿色创新，同时积极推动绿色创新成果

快速转化为绿色产业和低碳产品，带动碳排放量降低和碳生产率的提升，助推“双碳”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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